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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的文化特征

陈　炎

摘　要　作为一种有别于世俗政权的文化权力，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命脉需要获得

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

合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

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

征；“教皇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

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

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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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因而被众多

朝代的统治者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

想，生前身为布衣而只在短期内做了鲁国

司寇的孔子，死后却屡屡受到不同朝代的加封：“孔

子是在公元前４７９年逝世。当时，鲁国国君哀公亲

制诔文悼念孔子，诔文中称孔子为‘尼父’。这是有

别于封号的尊称。孔子有封号始于公元元年，汉平

帝刘衎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北魏孝

文帝于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改称孔子为‘文圣

尼父’。北周静帝于大象二年（公元５８０年），恢复公

爵之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

５８１年），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取消封号。唐太宗

李世民于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尊孔子为‘先圣’，

十一年又改称‘宣父’。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唐

高宗李治尊孔子为‘太师’。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

年），武则天女皇恢复公爵，改号‘隆道公’。开元二

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

谥号‘文宣王’。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

年），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公元１０１２

年），又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

（公元１３０７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

世宗朱厚熜于嘉靖八年（公元１５２９年），改称‘至圣

先师’。清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年），加号孔子为‘大

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又复称

‘至圣先师’。民国年间，‘国民政府’派员祭祀孔子

的祭文仍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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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所谓“谥号”是中国古代皇宫贵族死

后因其生前的功业所受到的追封。除皇帝皇后之

外，这种追封的最高品级即为“王”。而在孔子所受

到的历代追封中，“大成至圣文宣王”则是最为显赫

的谥号了。所谓“大成”，是称赞其集古代先贤智慧

之大成；所谓“至圣”，是称赞其达到了古代先贤人格

之最高境界；所谓“文宣”，是称赞其在中国文化教育

方面所做的伟大贡献。所以时至今日，“大成至圣文

宣王”仍是人们对孔子的最高称谓，而祭祀孔子的孔

庙主体建筑，也便有了“大成殿”的名称。

按照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不仅皇帝死后可以把

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且某些等级的贵族也可以把

自己的名号、爵位和财产按照血缘关系世代相传。当

然了，在不同朝代，具体的世袭制度是不同的。例如，

先秦时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上至诸侯、公卿，下至大

夫、士，他们的封邑、爵位、官职、财产都是父子相承的。

汉代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家族承袭特定职务的制度，

但在官员委任的实际操作中仍然留有世袭制度的痕

迹。魏晋时代重新恢复了世袭制度，但权力和爵位的

家族遗传又被分为“世袭罔替”和普通的“世袭”两种。

前者的世袭次数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世袭的爵位始终

不变；后者的世袭次数则有限，而且每承袭一次，原有

爵位则降低一级。不仅如此，魏晋时期的封爵多为虚

衔，没有实际的封地，世袭的采邑徒有虚名。初唐时

期，虽实封者可以从封地征收一定的赋税供自己享用，

但玄宗以后又取消了封君直接从封地征收赋税的权

利，改为按爵位高下、食邑和实封数目多寡在政府领取

相应的收入。从宋朝开始，出现了爵位只可终身享有，

不能世袭的规定。元朝沿用蒙古旧制，恢复了封君的

实际封地。明、清则按照爵位等级发给俸银和禄米，与

官员无异。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皇室与其统治集团

内部其他成员在权力分配上的博弈。然而，这一切都

没有影响孔子后人对其文化权力的继承。

很难想象，史载最早对孔子后裔进行加封者竟

是秦始皇。公元前２１９年，秦始皇东行郡县，曾“观

礼于鲁”（《水经注·泗水》），因孔子九代孙孔鲋精通

六艺，封其为鲁之“文通君”。当然了，秦始皇所封

“文通君”还仅仅是名誉上的称谓，并非祭祀孔子的

专事封号。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１９５年），“自淮南

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孔鲋

之弟）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汉元帝永光元年

（公元前４３年）拜孔子十三代孙孔霸为太师，赐爵关

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以所食邑奉孔子祀。

并赐黄金二百斤，宅一区，户籍迁往长安。元帝批准

了孔霸的请求，为祀孔子，将其长子户籍由长安迁回

曲阜。孔霸七十二岁卒，元帝素服亲临吊丧，赐东园

秘器钱帛，谥曰烈君。汉成帝时由孔霸长子孔福袭

封关内侯，这便是孔子后裔爵位世袭的开始。《阙里

志·子孙封爵》卷十二记载：“孔子嫡孙刚承大爵，自

秦始皇始封孔鲋为文通君，历代封爵不一，有加无

已，悉载史册可考，至宋仁宗始封衍圣公，历金元至

明洪武二年仍封为衍圣公，赐正一品服色，麟袍玉

带，治银印一颗，列文武班首，历传至今。”于是便有

了著名的“衍圣公世袭制度”。公元１０３９年，孔子四

十六代孙孔宗愿获授国子监主簿，６年后，改封“衍

圣公”。哲宗元祐元年（公元１０８６年）孔子四十七代

孙孔若蒙继承父职，为“奉圣公”，专主祀事。元符元

年（公元１０９８年）因坐事废封，改由其弟孔若虚袭封

“奉圣公”。孔若虚死后，仍以孔若蒙之子孔端友袭

封。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１１０７－１１１０年）复改封

孔端友为“衍圣公”。至此以后，“衍圣公”这一封号

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

改封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

官”为止，先后沿袭了八百多年。

从中国古代世袭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随着中

央集权的加剧，封建皇室是不太情愿以世袭的方式

将政治、军事或经济权力分配给统治集团中的其他

成员的，因为那会导致家族地方势力的膨胀，从而构

成对中央政权的挑战与威胁。但是，何以历代帝王

唯独对孔子的后裔们宠爱有加，以至于虽经朝代更

迭却反而恩渥倍增呢？因为说到底，历代“衍圣公”

们所承袭的既不是什么政治权力，也不是什么军事

权力、经济权力，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权力。一方

面，历代“衍圣公”都享有优厚的俸禄和曲阜那规模

宏大的衍圣公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衍圣公府

的孔府，俨然是一座小皇宫：“皇帝有六大部，孔府有

六大厅；皇宫有三大殿，孔府有三大堂；皇帝有东宫、

西宫，孔府有‘东书院’、‘西书院’，简称‘东学’、‘西

学’；皇宫有御花园，孔府有后花园；皇宫有三道紫禁

城，孔府有内府墙、外围墙、曲阜城墙（孔府有权指挥

城门开关，南城门钥匙归孔府掌管），都属于保护孔

府的围墙；皇宫有东西大栅栏门，孔府亦有东西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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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后宰门；皇帝有钟鼓二楼，孔府亦有钟楼和鼓

楼”①。不仅如此，皇帝有太庙，孔家有孔庙；皇家有

陵墓，孔家有孔林。另一方面，除了在国家祭孔活动

中伴有礼仪性的角色之外，自明代以后的“衍圣公”

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军政权力，不可能对朝廷构成

威胁。洪武六年（公元１３７３年），朱元璋对孔希学

说：“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

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以流内铨注，以政事

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辜朕意矣。”②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衍圣公”只不过是一种世袭的

文化符号而已。

那么历代帝王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资财来维

系这一文化符号呢？这又要回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

思想上来。“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

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

‘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

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③。不幸的是，出身儒者

的孔子却恰恰遇上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问题

在于，孔子不仅是“儒”，而且是“家”。也就是说，为

了挽救这个时代，他不仅要从技术层面教导人们如

何去施礼作乐，而且要从思想层面上教导人们为何

要施礼作乐。“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所谓“礼”

的形式，只不过是“仁”之内容的外在表现而已。这

样一来，“仁”便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根据《说

文解字》的理解：“仁，亲也，从人二。”这就是说，“仁”

的内涵，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

关系才符合孔子对“仁”的理解呢？“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论语·颜渊》）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孔子所说的爱基于什么样的理

由和根据呢？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得明白：“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

语·学而》）如此说来，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

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惟其如此，它才不同于

后来墨子所说的人人平等的“兼爱”，而是一种爱有

差等的“仁爱”。譬如父爱子，子爱父，但前者为

“慈”，后者为“孝”，二者爱而有差，不能将“父慈子

孝”颠倒为“父孝子慈”；兄爱弟，弟爱兄，但前者为

“友”，后者为“恭”，二者爱而有差，不能将“兄友弟

恭”颠倒为“兄恭弟友”。明白了爱有差等的“仁”，也

就懂得了礼有別异的“礼”。正像孔子的后学荀子所

说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

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篇》﹚儿子之所以要向父

亲磕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父亲则无须向儿

子磕头，只要拍拍儿子的肩膀就足以表达自己的“慈

爱”了。弟弟之所以要向哥哥鞠躬，是为了表达自己

的“恭敬”；哥哥则无须向弟弟鞠躬，只需要点点头就

足以表达自己的“友爱”了。一句话，之所以要向不

同的人施以不同的礼，是因为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爱。如果孔子以“仁”释“礼”的学说只限于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层面，也就不会引起后代

帝王的高度重视了。问题在于，他要从亲子血缘关

系出发，从“父父、子子”，推广到“君君、臣臣”，将家

庭伦理放大为社会伦理。在孔子看来，就像儿子不

给父亲磕头、弟弟不向哥哥鞠躬一样，“八佾舞于庭”

之所以会成为“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的事情，就在于身为大夫的季孙氏，已经不再把天子

放在眼里了。如此说来，孔子“克己复礼”的努力，便

不仅要捍卫家庭的伦理，而且要重建社会的秩序，即

从“亲亲”到“尊尊”，从“迩之事父”到“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从而为以家族、血缘、地域为基础

的皇家政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在这里，我们可

以把刚才援引过的有子的话全文奉上：“其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

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

本与！”（《论语·学而》）这样一来，“孝弟”便不仅是

“仁学”的思想基础，而且成为整个封建伦理制度的

理论前提。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懂得“半部

《论语》治天下”的深刻含义。

正是由于孔子为后世帝王的皇权统治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历代帝王才会反过来善待孔子的后

世子孙。“衍圣公世袭制度”的存在，既给整个民族

树立了一个绵延永续的文化标本，又为世人提供了

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样板，使人们在这个“兴国咸休，

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孔府

对联）的“圣府”中来体会其行为的准则、做人的道

理。正因如此，当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的时候，由北方

的金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也选择孔子的后代子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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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从而形成了“南宗”与“北宗”并立的局面。

此后，作为异族入侵者的元世祖忽必烈、清世祖顺

治，也都承认“衍圣公”在前代所享受的全部特权，以

期用这一文化符号来笼络人心。民国二年（公元

１９１３年），图谋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下令保留清廷为

“衍圣公”所提供的所有特权，并颁发给孔令贻一等

大绶宝光嘉禾章。１９４９年，当国民党政权瓦解的时

候，仍不忘带身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孔德成

退守台湾，以保留其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作为中国伦理制度的基础，孔子的“仁学”思想

是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作为中国家庭的样

板，“衍圣公”的权力也自然是以长子继承制为准则

的。“孔子后裔的封爵仅限于嫡长，除非长子受劾才

有次子短时代替，但下代还是由长子的长子继

承”①。除了个别衍圣公没有子嗣以及像宋、金、元

等朝代变革的特殊情况外，这种嫡长的世袭制度比

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一直延续了七十七代。在“家天

下”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亲子血缘的承续关系，

既是一种绵延永续的文化象征，也是皇家政治权力

的历史缩影。

二
　　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不同，在西方的基

督教文化中，扮演传承角色的不是“衍圣

公”，而是“教皇”。“从圣彼得到约翰·保

罗二世，这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中，信徒和历史学家均在

沉思。世界上最古老的制度，教皇制，即使有时在教

皇的继承时不乏争议，但毋庸置疑，它首先是天主教

徒真正的精神遗产。其次，它有时令人困惑，甚至引

发争辩，但假如联想到西方文明的源泉及当今这个

对比时代的种种变异，则教皇制度始终是个不可磨

灭的现象”②。

说起教皇，不能不提及教会；提及教会，又不能

不从圣彼得说起。圣彼得不是耶稣的长子，而是他

的门徒。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圣彼得具有特殊

的地位。他是耶稣弥留之际被特许召见的三人之

一，也是耶稣复活见证者名单中的头一个。在耶稣

之后，他决定对异教徒传播福音。正因如此，他也和

耶稣一样受到了世俗势力的迫害，成为基督教义的

殉道者。彼得殉道之后，被葬在罗马城的地下墓室

里。他的墓室刚好位于今日梵蒂冈教堂的圣坛底

下。因此，非洲主教西普里安曾指出：“教会建筑在

彼得的肉体之上，捐弃了它的人如何能自称是教会

的一分子？”③当然，在圣彼得生前筚路蓝缕的传教

过程中，教会组织还处在自发状态，教阶制度还没有

形成，甚至连“教皇”这个称谓也没有被专门固定。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基督教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历代教皇都自认为是圣彼得的继承者，从而梵蒂

冈的圣彼得教堂也便成为天主教的核心、罗马教廷

的所在。

“教皇一词来源于希腊文Ｐａｐｐａｓ，意为‘爸爸’。

起初只是古代基督教对其神职人员的一般尊称。后

来，随着教会内部教阶制度的发展，这一名称只限于

称呼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

路撒冷等五大城市的主教。中世纪时，这一名称被

罗马主教所垄断。最后，罗马主教宣称此衔为西方

教会领袖的尊号。罗马教皇的全称是：罗马城主教、

罗马教省都主教、西方教会宗主教、梵蒂冈君主、教

皇。此外，罗马教皇还有以下几个称号：圣彼得的继

承者、圣父在人间的代表、天主的众仆之仆、基督在

人间的代表、普世教会至高无上的祭司等”④。

在历史上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并不是一天形成

的，教皇的神圣地位也不是一天奠定的。首先，基督

教在其传教之初，是不被世俗政权所认可的，即使是

在公元３９２年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的国教之后，王

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完全终止。“公元１至

５世纪，是王权和神权真正较量的５００年。起初，王

权似乎以其强大战胜了神权。这个时期的３０位教

皇，有１８位殉道，８位大概因信仰被处死，３位死在

流亡中，１位被囚禁。这个悲惨的现实未能阻挡罗

马教皇统治他的教会。对远方的教会来说，他始终

是信仰的卫士和统一的象征”⑤。因此，与完全受皇

权认可和扶植的“衍圣公制度”不同，“教皇制度”有

其自身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

俗的王权不得不反过来接受教会神权的加冕和认

可，甚至从属于教皇的神权统治。“从格列高利一

世，亦称格列高利大帝（５９０～６０４年）开始，教皇制

最终在西方站稳了脚跟。此后１０００多年，教皇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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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行使真正的权力。由于对信徒具有巨大影响，

教皇往往利用精神武器来巩固俗权。从７２６年起，

格列高利二世自任罗马最高行政长官。艾蒂安二世

（ＥｔｉｅｎｎｅⅡ）为法王丕平加冕后，后者承认前者的

俗权；公元８００年查理曼大帝由利奥三世加冕，也肯

定了利奥的俗权。建立在加洛林王朝赠地基础上的

教皇领地不断扩大，中世纪后具有相当规模”①。在

历史上，罗马教廷所直接控制的领地也被称为“教皇

国”，它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其面积随教廷势力的

变化而有所增减。１８６１年，教皇国的绝大部分领土

被并入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１８７０年罗

马城也被并入意大利，教皇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

至此，梵蒂冈的教廷就像曲阜的孔府一样，最终成为

一种文化符号。

其次，基督教在其发展的历史上，不仅要和教外

的世俗政权进行斗争，而且要和教内的其他派别展

开博弈。尽管所有的基督徒都信奉《圣经》，但在具

体教义和信仰仪式上却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公

元４５１年的卡尔西顿会议明确了基督教会内部权利

的平衡，并宣布基督教的五个权威中心为君士坦丁

堡、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提克。罗马教主

自命为彼得的继承人，声称自己拥有绝对最高管理

权。君士坦丁堡主教自称是‘普世教主’，以此与罗

马教主抗衡。两大中心之间的互不信任日渐加

深”②。“到了拉丁—日耳曼的西方完全脱离拜占庭

帝国之后，使政治上的纽带也松弛了；但教皇仍企图

干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区的内部事务，确立对整个

教会的首脑地位；而在希腊方面，保守的正教对较进

步的西方持怀疑态度，凡背离它的信条和习惯的，一

概被斥为异端。这样终于导致了１０５４年的最后分

裂，这一年，教皇的使节在索非亚大教堂祭台上投下

了教皇的诏书，宣布把君士坦丁堡主教开除教籍，后

者马上针锋相对，也把教皇开除出教。东方的大主

教们当然与他们的君士坦丁堡同僚站在一起，反对

罗马的专权”③。因此，即使在基督教的内部，教皇

的统治权威也不是无限的。从“教阶制度”来看，天

主教把“教皇”视为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以下依

次为“大主教”（红衣主教）、“主教”、“神甫”、“修士”

和“修女”；而东正教则把“牧首”视为基督教会的最

高统治者，以下依次为“都主教”、“大主教”、“主教”、

“大司祭”、“司祭”、“辅祭”、“修士”；改革后的基督新

教不再把教会视为信仰的必由途径，教阶层次也随

之大大简化，主要有“牧师”和“传道员”④。这一切

都说明，教皇的权威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

基督教派别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意义。然而，尽管如

此，作为一种宗教的符号和文化的象征，罗马教皇的

地位仍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这个不可替代的教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东、西教会大分裂前，罗马主教一般由世俗君主

或贵族遴选或指定。１０５９年，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

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１１７９年的第三次拉特

兰大公会议和１２７４年的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进一

步确定了教皇的选举法，仍承认法、西、奥三国君主

对教皇具有否决权，直到２０世纪初，这项否决权才

被取消。１９７３年教皇保罗六世决定：今后选举教皇

时，将吸收一些非枢机主教参加。教皇当选后终身

任职。除犯有异端罪外，不得任意罢免。教皇可自

行辞职，但无权指定继承人”⑤。与中国的“衍圣公”

不同，西方的“教皇”不是世袭的，而是经选举产生

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基督教作为宗教，本身

对世俗的血缘关系便有一定的排斥性。从法律上

看，教会法反对长子继承制，因而也就不可能以血缘

关系来继承教皇的神职。然而，作为一种神职，教皇

在选举上却又掺杂了一些世俗君主的权力，这一点

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教会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既要借助世俗政权的力量，又要平衡

教派内部的势力；因而教皇的选举和产生既要体现

宗教精神的延续，又要实现各种权力的妥协。在这

种情况下，半宗教半世俗的选举制度，便成为唯一的

选择。

三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儒家的“衍圣公世

袭制度”、基督教的“教皇选举制度”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文化权力的传递模式，那便

是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是藏传

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宗教首领的传承方式，不仅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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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宗教中没有这种传承方式，在世界各地的佛教的

不同派别中，即使是与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的

汉传佛教、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中，都没有发展出这

种首领传承方式”①。所谓活佛转世，是相信作为某

一教派领袖的活佛死后“灵魂”②不灭，转世投胎到

另一个新人身上，因而通过寻访、认定、坐床等程序，

重新确立其身份，以接替前世活佛的地位。“通俗一

点儿就是一个经过认真修行成道的喇嘛死后，其灵

魂入胎附体，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法寻觅、确认的被

称为活佛转世灵童。该灵童在经过必要的训练，成

人以后，以前世的名号，继位传承前辈的遗业。而如

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③。

“在活佛转世制度创建之前，西藏各大教派的传

承主要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父子或家族传承，一种是

师徒传承”④。“自１２８４年噶玛噶举开创活佛转世

制度以来，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等大小教

派纷纷建立了活佛转世系统，其中最大的活佛系统

为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系统”⑤。我

们知道，格鲁派是从１５世纪开始在西藏地区兴起的

宗教派别。“在早期，格鲁派仍然采用师徒传承的方

式，因为宗喀巴亲自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住持，以后

的历任甘丹寺住持被认为是宗喀巴法座的继承人，

所以教派的最高首领为甘丹寺的历任住持……藏语

专称为甘丹赤巴。”“后来，由于教派之间的斗争形势

发展，在格鲁派受到其他教派和世俗贵族的排斥和

打压的形势下，格鲁派中担任甘丹赤巴的僧人年龄

较大，活力不足，而且更换频繁，缺乏宗教上的神圣

光环和神秘感，不足以建立宗教和政治上的稳定的

长期的权威，使得甘丹赤巴选任制度逐渐暴露出自

己的弱点。格鲁派为了不断增加凝聚力，培养自己

的强有力的领袖传承，在保留甘丹赤巴选任制的同

时，也逐步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⑥。与重视亲子血

缘关系的儒家不同，“藏传佛教的师徒关系比父子关

系还要重要”，因为，父子关系只是一种肉体的世俗

联系，而师徒关系则是一种精神的信仰联系。然而，

尽管徒弟是师傅的“心传弟子”，但毕竟还是两个不

同的人，二者之间的觉悟程度和修为水平还是有差

异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徒弟不如老

师，从而导致信仰传承中的退化现象。“当师徒传承

和家庭承袭不足以满足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时，便以

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补充继承法的缺陷”⑦。

当然，除了现实的需要之外，活佛转世制度的形

成也与藏传佛教的教义有关。有学者认为，“活佛转

世传承的理论依据最起码包括灵魂观念、轮回思想、

修行成佛和利乐众生说等方面的内容。这四个方面

缺一不可，如果缺一个就不能成为活佛转世的理论

依据。”⑧我们知道，原始佛教主张“缘起”，而大乘佛

教空宗则接着从“缘起”中推出“性空”，于是大谈“缘

起性空”，认为万物都没有“自性”，因而并没有灵魂

存在的余地。但是后来大乘佛教有宗提出了“阿赖

耶识”理论，以其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心识”作为

个体存续的载体，这种“心识”观念后来被密教全盘

接受。在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地区盛行的苯教却相

信灵魂的存在，这种思想与密教的“心识”思想结合

之后便构成了藏传佛教有关灵魂不灭的思想。其实

细究起来，这种灵魂不灭的思想与佛教由婆罗门教

那里继承而来的轮回思想倒是相通的。“佛教的轮

回说认为，从前世转到今世，这就是灵魂的转生。人

死了以后，灵魂不灭，或者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于其

他动物，并进一步解释为一个人的命运有善有恶之

分，善人死后，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好的转生，即转生

为贵族，如果是恶人做坏事就转生为动物，甚至被打

入地狱，一辈子受苦。这种因果关系和轮回的学说，

根据人的前生、后生，及其未来出现了六道轮回的宗

教论理”⑨。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激励人们多做善

事，修行成佛。而就大乘佛教的理想来说，修行成佛

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普渡众生，因而有些高僧大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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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会脱胎入世，再度弘扬佛法。这样一来，有关活

佛转世的思想就顺理成章了。

在格鲁派内部，由于已经有了以甘丹赤巴作为

宗喀巴法座的继承制度，因而并没有建立起宗喀巴

大师的转世系统，此后作为第一世达赖的根敦珠巴

和第一世班禅的克杰珠，都是后人追认的。然而随

着历史的发展，这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却成了格鲁派

中最强大的势力，影响和控制着西藏地区的宗教文

化。“经宗喀巴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格鲁派虽然其教

理、教义和教规都比其他教派完整、系统、正规，而且

影响越来越大，教徒越来越多，但在噶玛噶举的压制

和打击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１４９８年噶玛噶举派

支持仁布巴武装占领拉萨，对格鲁派大肆迫害和压

制，格鲁派深感自己缺少有威望、有号召力的杰出领

袖来巩固、发展自己，反抗异派迫害，削弱对方力量。

于是它仿效噶玛派的做法建立活佛转世传承法”①。

早在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时候，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

达赖的根敦珠巴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追随者，因而不

可能成为甘丹寺的住持。但在以后的修行中，他不

仅因精通佛理而获得了“遍知一切”的美誉，而且在

日喀则首领的支持下兴建了宏伟的扎什伦布寺。二

十多年后，扎什伦布寺成为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主

寺，与拉萨的三大寺齐名，根敦珠巴也因此成为格鲁

派中的重要领袖，甚至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在人间的

化身。根敦珠巴圆寂的时候，在弟子中已开始有关

他灵魂转世的议论，但由于其本人并没有相关的计

划和安排，因而扎什伦布寺住持的职位仍然沿用了

师徒传承的方式。然而没过多久，一个显示出诸多

灵异的男孩在达那地区诞生了，人们纷纷传说他就

是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扎什伦布寺显然也获悉了

这一消息，于是便在这个孩子长到１０岁的时候将其

请进寺庙，并给他剃度受戒，起名根敦嘉措。前两个

字取自根敦珠巴，后两个字取自时任住持的隆日嘉

措。“嘉措在藏语中意为大海，是藏族人名中常用的

一个词，在隆日嘉措给根敦嘉措起名时并没有特别

的用意，但是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索南嘉措的名字

也保留了这两个字，而俺达汗给索南嘉措赠与称号

时，特别将‘嘉措’两个字翻译成蒙古语的‘达赖’，加

上藏语称上师的‘喇嘛’，形成一个专有的名词‘达赖

喇嘛’，成为从根敦珠巴开始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的

专门称号。而与此相应，以后的历辈达赖喇嘛的名

字中都有‘嘉措’两个字，以显示活佛转世系统的连

续性”②。或许隆日嘉措有过将根敦嘉措作为根敦

珠巴转世灵童加以培养的计划，但由于他过早地辞

去了住持的职位，而继任的意希莫孜却与根敦嘉措

发生了矛盾。神奇的是，被迫出走的根敦嘉措也像

他的“前世”根敦珠巴一样，在传法的过程中建立了

崇高的声望，并在沃卡兴建了著名的曲科杰寺。曲

科杰寺的兴建不仅给根敦嘉措带来了荣誉，而且使

处在衰落状态的格鲁派僧众看到了希望，就连当年

曾经排挤过他的意希莫孜也表示出和解的真诚愿

望，并请他回扎什伦布寺继承根敦珠巴的法座。于

是，根敦珠巴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根敦嘉措成为第

二世达赖，有关达赖活佛转世的制度就这样建立起

来了。

与世袭制度和选举制度相比，转世制度自有其

独特的魅力，也更符合佛教教义的学理内涵。对于

藏传佛教来说，转世灵童的出现不仅可以增加信众

的神秘感，为宗教领袖身上加上一个神圣的光环；而

且可以从小对转世灵童进行专门的教育，有利于培

养一代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宗教领袖。从实际情况

看，继根敦嘉措之后，确有几世活佛对格鲁派做出了

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例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通过去青海传教而使俺答汗等蒙古首领信奉了格鲁

派，并获准以西藏宗教领袖的身份向明朝进贡，这不

仅扩大了格鲁派的势力范围，而且确立了该派在藏

区的主导地位。出身于蒙古王室的四世达赖喇嘛云

丹嘉措虽然只活到２８岁，但他进藏时所带来的蒙古

武装力量对于当时处境困难的格鲁派无疑是一种重

要的支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于１６５２年

进京觐见了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从而在朝代更替

的过程中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

然而，世袭制度容易保持权力传递的稳定性，选

举制度容易形成权力关系的连续性，这一切又是转世

制度所欠缺的。首先，寻找和认定转世灵童，这本身

就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并可能被人操纵的事情。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藏传佛教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寻

访、认定、坐床在内的活佛转世制度。所谓“寻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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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前世活佛圆寂之后，根据其生前的遗言、遗体的

朝向，以及打卦占卜、吹忠降神的结果来确定转世灵

童出生的方向、远近及地貌特征，从而派高僧去进行

寻访。所谓“认定”，就是通过观察寻访地区伴随吉兆

出生的新生男孩的言谈举止，并令其辨识上世活佛的

遗物来初步确定转世灵童的预备人选。为了防止误

认或作弊现象的发生，乾隆皇帝于１７９３年所颁布的

“钦定善后条款”中专门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御赐

金瓶一尊，置于宗喀巴像前，将备选灵童的名字用满、

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通过祈祷、掣签的方式选

出真正的灵童。所谓“坐床”，就是在得到中央政府的

批准认可的前提下，令高僧大德为转世灵童披衣剃

度、敬定法名、正式登位。其次，在转世灵童通过严格

的程序被找到后，并不能立刻成为有实际能力的宗教

领袖。在上世活佛圆寂、转世活佛年幼的阶段，很容

易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期，这又成为活佛转世制度中

的一大问题。“扎什伦布寺的寺主四世班禅罗桑却吉

坚赞（１５６７—１６６２）是格鲁派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

在四世达赖逝世以后，五世达赖年幼之时，他主持格

鲁派的教务，并使格鲁派在藏族社会上取得绝对优势

的地位，可以说罗桑却吉坚赞为格鲁派立下了卓越的

功勋”①。从此之后，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可能

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互为经师的现象多次

发生，已成为格鲁派内部的一种习俗。从身份上看，

达赖被视为观世音的化身，班禅被视为阿弥陀佛的化

身，二者在藏传佛教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从地域上

看，达赖主管包括拉萨、昌都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前

藏”地区；班禅主管包括日喀则及整个藏西北在内的

“后藏”地区。他们之间既分工又合作且互为师徒的

关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佛教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

从而使这两大活佛体系共同维系着格鲁派的发展。

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作为文化和

信仰权力的维护和继承模式，无论是儒家

的“衍圣公世袭制度”、基督教的“教皇选

举制度”，还是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都在强

调其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并使这种继承方

式制度化。只不过由于文化的环境和信仰的内涵不

同，其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衍圣公世袭制

度”强调的是家族血缘的纯正性，正因如此，孔氏的

家谱才会成为中国所有家族中最系统、最完善者；

“教皇选举制度”强调的是宗教信仰的延续性，正因

如此，梵蒂冈才成为既具有地缘优势又吸引基督教

世界的权力中心；“活佛转世制度”强调的是灵魂转

世的神圣性，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将教派

的权力奉献给一个出生不久的儿童。

站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的立场上看待这些权力

继承模式，也许会觉得费解：从宗教的立场出发，人

们会觉得“衍圣公世袭制度”颇为庸俗；从世俗的观

念出发，人们会觉得“活佛转世制度”不那么严谨；而

从彻底的宗教立场和世俗观念出发，人们又会觉得

“教皇选举制度”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如果我们将

这些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

便会发现，这些文化权力的继承模式不仅各有其合

理性，甚至各有其创造性。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同

的权力继承模式，才使得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

文化延续获得不同的符号表征，并在具体的历史语

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粗略地说，“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的延

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

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教皇

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

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差别只是相对而言的，说到底，文化权力并非存

在于真空之中，因而不可能不受世俗环境、尤其是政

治权力的影响。更何况，无论是儒家、基督教还是藏

传佛教，在其发展的历史上都曾借助政治力量来强

化自己的势力，甚至达到政教合一的程度。因此，在

西方，教会的法律必须服从世俗的法律；在中国，衍

圣公的世袭和活佛的转世也必须获得中央政府的认

可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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